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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共服務之實施談就業促進實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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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忠吉

　自一九九六年以來，台灣失業率逐步惡化，探究原因，與營造業不景氣與政府公共建設延宕有密切關連。因此，如何落實推動國家公共建設積極推行公共服務，將對紓解失業問題極有助益。 

台灣就業與失業態勢 
　 失業是勞動供給超過勞動需求，或求職者與求才者間面臨遇合障礙的一種現象。遇合障礙有性別、年齡、工作經驗、工作技能、及居家生活與工作環境或條件難以配合等因素；還有，就是資訊不充分，延宕求職者與求才者間的遇合時機。 

　台灣失業率從一九九三年的1.45%，一九九四年上升為1.56%後，開始逐年攀升，再由一九九五年的1.79%，一九九六年跳升為2.60%，又開始加速惡化，於二○○一年達4.57%，更於二○○二年攀至歷史新高的5.17%。 

　從一九九六年至二○○○年，農業就業人口由954千人降至740千人，減少了214千人，減少幅度為22.43%；對於就業機會之貢獻率為負的47.98%。以其10.55%的就業結構比率而言，其對失業惡化應有相當的衝擊。然而，來自農業的失業人口，卻只佔一九九六年至二○○○年新增失業人口的1.41%。這可能顯示絕大比率的農業人口退出了勞動力。 

　比較二○○○年與一九九五年的就業情勢，製造業雖有海外投資與產地外移現象，但在此期間，仍添加了166千人男性勞工與40千人女性勞工的就業。一般認為處於嚴重失業的初級勞力，男性生產體力工也增添了80千人的就業，所短損的是女性生產體力工的23千人，對就業創造有55.16%的貢獻率。 

　另外，如果以原有職業之失業人口增添的情勢觀察，來自製造業的增添佔30.01%，與其就業結構比率27.08%比較，顯示製造業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期間，比起其他產業，其失業情勢略有偏高現象。如果再就性別比較，製造業男性就業比率為16.95%，但失業人口的比率有19.55%；女性就業比率為10.74%，而失業人口比率為8.12%；顯示男性失業比女性失業更為嚴峻。 

　另一重要的工業，即營造業，男性就業人數減少了129千人，女性就業也減少了42千人，共計減少了171千人，對就業創造的貢獻率是負的38.35%。以其就業人數結構比率11.09%而言，營造業可能是一九九六年後，失業惡化最主要的衝擊因素。 

　以近年來，住宅及非住宅房屋，和營建工程等固定資本形成支出，與營造業就業人口比較，平均約1,008千元的投資，便可為營造業創造一個人的就業機會。從其產業關聯，又能帶動土石採取業、製造業的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及金屬基本工業、和金屬製品業的連鎖擴張。因此，營造業可以說是具有火車頭工業的角色。 

　以固定資本形成中之住宅建築，由一九九三年之2,483億元開始衰降至二○○一年的1,151億元，共減少了53.65%；非住宅建築由一九九八年的3,401億元，降至二○○一年的2,243億元，也減少了34.05%；比重更大的營建工程也由一九九八年的4,295億元降至二○○一年的3,843億元，也衰降了10.52%。因此，房地產的不景氣，與政府公共建設的延宕，可能是一九九六年以來，台灣失業惡化的最重要因素。 

　服務業竄起 從就業者之職業結構觀察，男性主管比率下降；男女專業人員比率上升；男女技術員與專業助理人員比率也上升；男性事務人員比率大致不變，但女性事務人員比率上升；男女服務及售貨人員比率也上升；男女農林漁牧人員比率下降；男女生產體力工人比率也都下降。 

　這種用人結構反映出，農工業的萎縮與服務業擴張的事實；也反映出專業技術人才需求增加，初級勞力需求減少；同時，事務工作趨於女性密集化明顯。農工業多屬男性初級勞力密集的產業，相對上，服務業則多屬女性高級勞力密集的產業，以致男性初級勞力，於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有轉業的障礙。 

　再者，失業人口中，因業務緊縮或臨時工作結束，或非自願性失業所佔比率，由一九九二年的31.69%，上升至二○○一年的74.23%。這顯示，台灣的既有經濟環境，使民間企業經營的確普遍陷入困窘狀態，應是不爭的事實。 

　從一九九六年至二○○一年的期間，整體就業人數的增加額中，農業部門的就業增添的貢獻率是負的49.47%，工業部門的貢獻率也是負的31.33%，只有服務業在創造就業機會，有181.13%的貢獻率。顯示出台灣的產業是農工業在萎縮，而只有服務業在擴張。

　以一九九六年至二○○一年期間，服務業的擴張過程中，總就業人數增加了15.44%。此一期間，男性勞力中的主管減少9.63%，專業人員增加16.40%，技術員與專業助理人員增加16.73%，事務人員增加7.06%，服務及售貨人員增加12.81%，生產體力工只增加6.43%。女性勞力中，主管增加12.50%，專業人員增加18.62%，技術員與專業助理人員增加26.40%，事務人員增加22.44%，服務及售貨人員增加24.12%，生產體力工只增加8.62%。兩相比較，高級勞力增加幅度較高，初級勞力增加幅度較低，而且女性的增加率都高於男性的增加率。 

　服務業的人事擴張，與農工業的萎縮結果，比起一九九六年，二○○一年總就業人數增加3.75%。結構上，主管減少6.88%，專業人員增加22.75%，技術員與專業助理人員增加20.79%，事務人員增加16.99%，服務及售貨人員增加17.99%；而農林漁牧人員減少26.11%，生產體力工減少5.53%。 

　這種變遷，顯示台灣近年來，因國際競爭使國內製造業發展以投資取代貿易，導致產地外移和國內生產的萎縮；再者因外匯累積與貨幣供給激增，導致房地產與股市狂飆過頭，國內盲目擴建，終因餘屋過多，於一九九三年後房地產開始不景氣，也衝擊金融機構，並於週轉上帶來民間企業的財務危機。 

　農工業的萎縮，襯托服務業的擴張，但服務業多為女性密集與高級勞力密集的產業。在此轉變與影醒下，國內用人，降低初級勞力需求，但增加高級勞力的需求。產業結構調整迅速，人力結構的調整陷入初級勞力消化困難，高級勞力培養費時，而使台灣陷於低成長與高失業率的年代。 

　從勞工異動觀察，下列表格的意涵如以一九九三年男性異動為例，表示當年男性勞工每100人就業者中，有9.11人離開原有工作崗位，其中的7.49人意圖轉業他就；但這7.49人中，當年完成轉業的佔97.30%，其餘2.70%，約有0.20人未能轉成而處於失業狀態。 

　比較上，女性較受婚育影響，退出率較高，相對上，企圖轉業的比例也較低；而一九九五年以前，兩性的轉成率都還在96%以上。可是，男性自一九九六年以後，轉成率迅速下降，至二○○二年時，已降至76.64%。女性雖於一九九六年降為94.76%，但又回升至一九九八年的96.79%，其後才又轉趨下降至二○○二年的86.88%。比較上，男性轉業比女性轉業更為困難；也顯示轉業困難是近年來失業不易紓解的主要原因。


(作者現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就業安全半年刊  第二卷第一期（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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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辛炳隆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積極性勞動市場 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以下簡稱ALMP)已逐漸成為歐美已開發國家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主軸，而其政策內容主要是藉由創造就業機會，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以促進失業者再就業。

ALMP源起
　在實施ALMP之前，多數國家採行失業給付、失業救助、提早退休津貼等消極性(passive)措施來維持失業者的所得。雖然所得中斷是失業者面臨之最大困境，也是相關政策應優先解決的問題，惟過去所採行之消極性措施因欠缺強化失業者工作誘因與提昇勞動品質的機制，故長期實施下來，出現嚴重的福利依賴問題。有鑑於此，OECD秘書處遂自一九八○年代起積極鼓吹ALMP，建議各會員國應將社會福利政策與勞動政策結合，以「促進就業」為政策目標，而不再只著重所得維持。

　由於長期深受失業率高居不下，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政府財政日益惡化之苦，再加上當時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倡導供給面經濟政策的影響，歐洲各國紛紛接受OECD秘書處的建議，一方面推動各種促進就業的新措施，另一方面提高領取失業給付與其他相關社會救助的門檻，包括要求領取給付者必須出示尋職証明與接受職業訓練等。

　在各國將資源陸續投入ALMP之際，近幾年來由OECD、ILO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提之評估報告，指出ALMP雖有助於解決失業問題，惟其成效端視整體經濟環境與制度設計良窳而定。此外，有些學者指出過度依賴ALMP而忽略所得維持，雖可促進就業，但可能出現工作收入不足以為生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現象。

　相較於歐美已開發國家與鄰近的日本、韓國，我國為失業者建構社會安全網的起步較晚，而所投入資源也相對減少，除提供失業給付之外，在ALMP的支出明顯不足。以政府在職業訓練的支出占GDP的比例為例，韓國在二○○一年是.08%，而我國即使將政府為鼓勵企業進行人才培訓所減免租稅金額計入，也只占GDP的.04%。再者，我國現有公立就服機構家數與員額亦遠低於韓國。

　至於創造就業機會方面，我國過去雖也有以工代賑、僱用獎助等措施，其規模都很小。有鑑於此，政府近幾年為因應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積極強化ALMP，包括陸續推動永續就業希望工程、多元就業方案與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等公共就業措施，推動失業給付、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三合一方案，以及增加公共職業訓練的容量等。

　由於這些措施所需經費龐大，其成本效益自然成為社會各界的關注，尤其受到國內政治生態的影響，有些人士甚至刻意將這些措施解讀為「政治綁樁」。為確保政府資源能有效運用，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聯想，本文以下將先說明ALMP的內涵與必要性，再檢討其他國家的實施經驗，並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以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內涵
　如前面所言，ALMP的政策工具可分為三類；創造工作機會、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其中，創造工作機會的具體措施包括由政府直接雇用勞工從事公共工作(public works)，和提供私人企業或非營利組織薪資補貼，以增加其僱用意願；而為避免排擠一般勞工的就業機會，這些措施的適用對象大都限為長期失業者或低就業能力之弱勢族群。

　在職業訓練方面，各國的具體措施除直接由公立職訓機構提供訓練課程之外，也包括對企業與勞工職業訓練費用和訓練期間生活費用的補助，而訓練對象包括在職勞工、失業勞工與剛自學校畢業而初進就業市場者。就業服務的具體措施則除一般性的就業媒合、就業諮商與尋職技巧訓練之外，也包括尋職津貼與搬遷津貼，而其適用對象雖含括所有尋職者，但有些深度諮商服務則僅提供給長期失業者，而尋職津貼與搬運津貼則是用來鼓勵尋職者跨區就業，以增加就業市場的流動性。

　上述各項措施往往是搭配使用，以發揮ALMP的功能。一般來說，ALMP可針對不同政策目標發揮下列五種功能：其一是藉由提供公共工作與薪資補貼來緩和經濟不景氣對就業市場的衝擊；其二是藉由職業訓練、尋職津貼與搬遷津貼來解決產業或區域結構之勞動供需失衡問題：其三是藉由一般性就業服務與提供新近就業市場者職業訓練，來改善勞動市場的功能；其四是藉由各種職業訓練機制來加強勞工的工作技能與生產力；其五是藉由就業諮商、職業訓練與薪資補貼來支持弱勢族群勞工的就業。

　除了不同措施之間相互搭配之外，ALMP與失業給付、失業救助或其他社會救助等消極性措施之間也有所整合，惟各國的整合方式與程度並不相同。其中，整合度最高者當屬美國的工作福利(workfare)制度。
　
　基本上，該制度是將社會救助視同一種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亦即領取社會救助津貼者必須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以換取津貼，而為避免干擾勞動市場正常運作，這些工作待遇通常較就業市場同性質工作低。此外，依據一九九六年通過的「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每個人每次領取社會救助津貼的最長期限為二年，而且一生累計不得超過五年。除了領取社會救助津貼者之外，美國就業服務之單一窗口制(One-stop center)，早已將接受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列為領取失業給付的條件之一。

　另一個將ALMP與消極性措施高度整合的國家則是英國。自布萊爾就任首相以來，便提出Welfare to Work的主張，其精神與美國的Workfare十分類似，強調失業者的個人責任。根據其主張所實施的新協定計畫(New Deal)，便要求失業期間超過六個月年滿25歲以上者，除了接受一系列個人化之深度就業諮商外，也必須接受就服機構安排至私人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工作六個月，若無正當理由而不接受，則喪失領取失業給付的資格。與美國Workfare不同的是，New Deal給予領取津貼者有較大的工作選擇權，另由於政府薪資補貼、其從事之短期工作的待遇與市場水準相距較小。

　除了英國之外，丹麥、瑞典與挪威等北歐國家近幾年來也開始要求領取失業給付與失業救助者必須提供勞務。至於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雖也逐漸將勞工工作意願高低列入是否發給失業給付或社會救助津貼的審核標準，惟有強制規定者大多僅止於失業給付，而仍將社會救助津貼視為公民應有之社會權處理，不敢以工作意願不足為由，剝奪此項權利。

實施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必要性
　在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農作收成是個人主要勞動所得。由於農作收成可以儲藏，故除了發生長年天災之外，個人所面臨的失業風險很小。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逐漸為龐大的交易市場所取代。在此情況下，大多數人必須藉由提供勞務來賺取薪資，再以薪資購買可以維生的物品。由於勞務是附著在人的身上，不具貯藏性，故一旦生病無法提供勞務，或無人願意購買自己所提供的勞務時，都會造成個人所得中斷，因此，失業風險大幅增加。尤其當經濟行為的群體性隨市場經濟發展而升高時，失業的屬性也由個人風險轉為集體社會風險，承擔失業風險的責任不再只是個人責任，而逐漸成為社會集體責任，這些轉變正是促使各國政府正視失業問題並積極為失業者建構社會安全網的關鍵因素。

　由於所得中斷是失業者所面臨之最大困境，故各國在解決失業問題時，大都將如何維持失業者的所得列為主要考量。再加上當時各國產業結構係以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為主，失業者較無需為了再就業而提昇工作技能，因此，失業給付與失業救助等消極性措施便成為各國政策主軸，針對ALMP所投入的資源則比較少。此外，這二類措施常常隸屬不同單位管理，二者各行其事，彼此之間的整合度低。

　自一九八○年代起，隨著德、法等主要歐洲國家失業率高居不下，上述以消極性措施為主之政策適當性開始受到嚴厲的批評。愈來愈多實証研究顯示，過於寬鬆的失業給付資格與過高的給付水準，不僅是造成許多人淪為長期失業者的主要因素，而且對於認真工作者無異是種處罰。

　此外，受到亞洲新興國家的威脅，歐美先進國家產業結構逐漸由勞力密集轉向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其所需工作技能日新月異，勞工必須藉由職業訓練來維持自己的可僱用能力。另一方面，由於人口結構老化，中高齡失業人數大幅增加，教育程度低、學習能力不足是這些失業勞工的共同特徵之一，職業訓練對提升其可僱用能力的成效非常有限，故提供公共工作機會或薪資補貼，便成為這些勞工能再度就業的必要措施。

　除產業結構調整之外，社會價值與政治訴求的改變也是造成ALMP愈趨普及的主要因素。過去歐美社會的主流價值一直將社會福利視為政府保障人民社會權的手段，故對失業勞工的照顧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領取失業給付或失業救助則是勞工的基本權力。此種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價值觀受到雷根總統與佘契爾首相的大力批判，在這二位元首領導下，美國與英國的經濟表現逐漸凌越其他歐洲國家，導致這些國家的社會主流價值轉為強調個人責任。
　
　另一方面，大量財政赤字所造成的加稅危機，使中產階級開始覺得自己是社會福利體系的受害者，因此，緊縮社會福利支出成為政治人物爭取中產階級選票的重要訴求。這些改變不僅壓縮失業給付與失業救助的成長空間，也提高推動ALMP的正當性。


各國實施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經驗之分析
　表一所列是一九九一至二○○○年各OECD國家政府花在積極性與消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支出金額占GDP的比例。其中，除捷克、德國、希臘、葡萄牙、瑞士等少數國家之外，其餘各國花在ALMP的經費占GDP的比例相較於消極性措施大都呈現上昇趨勢，顯示各國對ALMP的重視逐漸超越消極性措施。雖然如此，現有對ALMP實施成效的評估報告指出，並非所有的積極性措施皆可有效促進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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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造工作機會方面，不論是政府直接僱用或提供私人企業及非營利組織薪資補貼，雖可在短期間內新增工作機會，但若對參與勞工無嚴格的篩選機制，則政府的資源將被原本就能依市場薪資找到工作的勞工所享用，而產生經濟學所稱之「絕對損失」(deadweight loss)。再者，若不對接受補助之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的人員解僱有所規範，則可能產生以有補助之勞工取代無補助勞工的替代效果。
這二種效果會大幅抵銷政府所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以美國一九八○年代所實施「目標工作租稅減免措施」(Targeted Job Tax Credit)為例，政府所投入的資源只有20%產生新增工作效果，其餘70%與10%則分別浪費在絕對損失與替代效果上。除此之外，一旦政府的資源撤出，這些因補助而被僱用的勞工未必能持續就業。因此，除非政府有意長期挹注資源，否則此類措施應定位為解決失業問題之短期措施。

　在職業訓練方面，現有評估結果顯示，其成效會隨訓練對象不同而有明顯差異。對長期失業者而言，當景氣擴張時參加職業訓練雖有助於其再就業，但由於所需成本很高，故未必符合成本效益原則；而當景氣低迷時，參加職業訓練對其再就業則無多大幫助。對於被大量解僱的勞工而言，參加職業訓練能使其提早再就業，但對其再就業後的薪資則無提升效果。對初進就業市場的年輕人而言，訓用合一可以大幅提高職業訓練的成效，至於一般訓練則對其就業的助益不大。

　相較於創造工作機會與職業訓練，就業服務不僅成本較低，在協助失業者再就業的成效也相對較高。根據美國學者的實証分析，為達相同促進就業效果，就業服務所需成本只有職業訓練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惟與另二類措施相同，就業服務的成效受經濟景氣影響甚巨，景氣愈好，成效愈大。此外，若未仔細篩選接受服務者也會產生嚴重的絕對損失。

　雖然上述評估結果不免令人懷疑ALMP的成本效益，但若將其解讀為政府不應推動ALMP則有失公允。誠如部分參與評估之專家所言，ALMP的效益涵括經濟面與社會面，而現有各項評估大都只關注經濟效益，對於藉由ALMP降低失業勞工的社會疏離感，使其免於淪為社會邊緣人的社會效益則未納入分析。此外，有些措施的經濟效益有長期遞延性，例如職業訓練，而現有大多數評估研究受限於資料，無法進行長期追蹤觀察，導致評估成效有偏低之虞。

對我國的啟示
　有鑑於國內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原有就業安全體系又不甚周延，政府近幾年來依循大多數OECD國家的模式，大量投入經費推動各種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其中較受矚目者包括：為創造就業機會所實施的永續就業希望工程、多元就業方案，以及訂定就業保險法，除以失業給付解決失業者所得中斷的問題之外，更希望藉由三合一的就業服務模式有效促進失業者再就業。

　另一項較不受社會各界關注的措施，則是職業訓練體系的改革，包括增加訓練容量、調整公立職訓機構的功能、以及擴大對企業辦理職業訓練的補貼等。初步估計，這些新增措施每年花費金額超過200億元。雖然，相較於OECD國家，我國在這方面的支出規模偏低，但仍招致部分專家學者及媒體批評是浪費資源。近來在立法院引起朝野對峙的就業二法，其預算高達700餘億，更加深各界對政府投入這麼多資源能否有效解決失業問題的疑慮。

　由於我國首次投入如此大筆經費於解決失業問題，在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其執行難免有所疏失，故外界的監督與批判仍有其必要，惟若將此議題做過度的政治聯想，甚至進行不當的政治干預，將大幅削弱政策所能達成的效益。

　事實上，鄰近的韓國之所以能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迅速將失業率由6.8%降至3%以下，其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朝野合作共同推動各種就業方案，包括花費數百億元僱用失業勞工從事公共服務。因此，如何以有建設性的監督機制取代無謂的謾罵、批評與干預，是決定上述各項解決方案能否奏效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由OECD國家的實施經驗可以看出，若無適當的制度設計，再多的資源投入亦無法促進失業者再就業，因此，本文認為政府在大規模推動各種方案之前，宜先準備好三項前製作業。其一是由於各項方案的功能不同，所適用的對象亦有所差異，故政府相關單位應建制失業者分類架構，精確評估每位失業者所適合的措施，以求資源之有效使用；其二是增加民間對各項方案的參與，並對外公開各項方案的規劃過程與實施成效，以增加社會支持度；其三是適時檢討各項方案的成效，從中摸索更完善的執行模式，以做為未來訂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至於目前廣受各界注意的就業二法，政府與民眾不應將其視為單純的就業方案，而應視為一種社會投資，故在工作內容的規劃與執行上，應重視其對勞工個人人力資本的累積與未來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易言之，未來評估就業二法的標準，不應只著重於其所創造出就業機會的多寡，而是檢視其能否提高勞工未來的可僱用能力、降低其職場疏離感，以及能否改善社會基礎建設，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更有力的客觀環境。 

(作者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PAGE  
1

